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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世纪明代朝贡贸易回赐品及其用途述论
赵文雯 1*

（1*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 639818）

摘要： 15 世纪，随着郑和下西洋活动的展开，明代朝贡贸易体制逐步确立，中国与东南亚以及印度洋沿岸各国
间的政治外交往来与经济互动日益频繁。作为这一体制核心的回赐环节，承载着明朝政府加强对外交往的政治意
图，也是朝贡贸易持续运作的重要保障。尽管学界已对贡物内容与外交秩序有所研究，但对于回赐品的具体构成
及其在海外社会中的实际用途，尚需进一步深入探讨。基于史料记载以及相关文献资料，对回赐品的种类及其在
受赐国中的用途进行探析。研究发现，明代回赐品不仅具有礼仪与政治象征意义，也被广泛应用于王室生活、礼
物、装饰、葬具、货币流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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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Bestowing Rewards and Their Practice in the
Tribute Trade of the Ming Dynasty during the 15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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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15th century, with the launch of Zheng He’s expeditions, the tribute trade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 gradually took shap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s well as those along the Indian Ocean coast we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frequent. As the core of this system, the practice of bestowing rewards carried the political intention
of the Ming government to strengthen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was also an important point for the
continuous operation of the tributary trade. However, while existing scholarship has extensively
examined the political-diplomatic order and the content of tributes, further in-depth exploration is
still needed on the specific composition of these bestowed rewards and their practical uses in
overseas societie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ontents of rewards granted by the Ming dynasty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ir uses in the recipient state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gifts bestowed in the
15th century not only had ceremonial and political symbolic significance but were also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s of royal life, gifts, decoration, burial objects and currency circulation.
Keywords: tributary trade, Ming dynasty (1368-1644), bestowing of rewards, practice

引言
中国自古重视与海外各国的交流，自秦汉起即通过陆路联通中亚、南亚，并早有与亚洲国家

的往来。例如，在公元 3 世纪下半叶，就有位于中南半岛南部扶南国和林邑国派遣使臣到晋朝
（266-420 年）[1]，东南亚岛屿部国家闍婆（今爪哇岛地区）在宋文帝元嘉十年（433 年）来中
国朝贡的记录[2]。 在这之后，史料中记录了隋大业十二年（616 年）真腊国（今柬埔寨）派遣使
者[3]，以及在总章三年（670 年）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向唐朝进贡的交流往来[4]。 随着航海和
造船技术的发展，宋元时期海上贸易逐渐繁盛，阿拉伯沿海地区的国家也多次来贡[5]。直到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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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国皇帝洪武帝为了防止倭寇颁布了海禁政策，海上民间贸易因此急剧衰退，各国只有通过朝
贡贸易才可以与明朝进行合法贸易。进入 15 世纪之后，永乐帝虽仍保持海禁政策的同时，大力
推进朝贡贸易。通过郑和下西洋，积极促进各国来明朝贡。郑和下西洋共进行七次，经过南海、
印度洋，最远到达非洲东北沿岸地区。进入 15 世纪中期，朝贡贸易进入衰退期，朝贡国家与朝
贡次数均出现大幅减少，但部分东南亚海域及印度洋北部沿岸地区国家，如锡兰与马六甲，依然
多次来明朝贡[6]。

学界对明代朝贡贸易研究成果丰富，针对朝贡贸易中涉及到物品的探究主要集中于海外各国
进献的贡物与朝贡贸易发展所带来的胡椒、苏木、香料等贸易品与贸易活动方面。相比之下，关
于明朝在朝贡贸易中所回赐海外使节的物品及其在各国的实际用途，相关研究尚显不足。本文拟
通过文献分析，探讨 15 世纪朝贡贸易中明朝回赐品的具体内容，并进一步揭示这些物品在各受
赐国的使用途径。

1.回赐品的内容与保管接收
15 世纪与明朝开展朝贡贸易的国家，主要分布于东南亚海域及印度洋北部沿岸地区。根据地

理位置，这些国家划分为两类：一类为位于南海及周边的东南亚海域国家，另一类则为位于印度
洋北岸的沿岸国家，形成以海洋为界的区域性分布格局。

朝贡的东南亚海域国家主要包括：安南（越南北）、占城（越南中部）、真腊（柬埔寨）、暹
罗（泰国）、缅甸、苏门答腊、黎代（苏门答腊岛）、百花・花面王・那孤儿（苏门答腊岛西北）、
阿鲁（苏门答腊岛东）、南巫里（苏门答腊岛西北）、彭亨（马来半岛）、急兰丹（马来西亚哥打
峇鲁）、旧港（苏门答腊岛东）、览邦国（苏门答腊南）、爪哇、碟里（苏门答腊东北）、日夏罗治
（爪哇一带）、金猫里（爪哇一带）、婆罗（加里曼丹岛）、满剌加（马六甲）、浡泥（文莱）、吕
宋、古麻刺朗（棉兰老岛）、苏禄（苏禄岛）、冯嘉施兰（吕宋岛一带）。印度洋北部沿岸国家主
要包括：榜葛剌（孟加拉）、锡兰山（斯里兰卡）、加异勒（印度半岛东南）、甘巴里、柯枝（印
度西南部科钦）、小葛兰（印度西南）、古里（卡利卡特）、西洋琐里（印度南部）、忽鲁谟斯（霍
尔木兹）、不（卜）剌哇（索马里布拉瓦）、溜山（马尔代夫）、比刺・孙刺（或为曼达，莫桑比
克岛）[7]、麻林（肯尼亚马林迪一带）、阿丹（也门亚丁湾西北）、木骨都朿（索马里摩加迪沙）、
刺撒（也门荷台达/沙尔韦恩角）[8]、沙里湾泥（也门东北）、祖法尔（阿曼佐法尔）[9]。

诸国的国王、使节及随行人员在来朝、返国，或郑和下西洋访问各国期间，均可获得回赐品。
明朝对回赐品的种类与数量有明确规定，若使节为再度来朝，则依前次标准赐予。如果属于首次
或无先例人员，则依据其官职等因素酌情决定回赐内容[10]。与此同时，依据外国使节的具体请求
及皇帝的特旨决定也有变动情况。15 世纪朝贡贸易回赐品目的具体统计详见表 1。

表 1 明朝给予各国回赐品品目

回赐品类别 品目

金银、钞锭类 金、白金、银、钞、铜钱、钞币

疋帛类

彩币、金织文绮、纻丝、文绮、锦、帛、绮帛、彩绢、绫、绮、布、（生）

绢、锦绮、绒锦、纱罗、浑金文绮、素绮罗、白氁丝布、彩缎、文锦、彩叚、

皮弁、妆花织金绒锦

服装类

织金袭衣、袭衣、文绮袭衣、官服、罗绢衣、织金罗衣、织金文衣、绫绢衣、

罗绢衣、金织通袖膝襕金织文绮衣、金绣文绮衣、金织纱衣、文绮衣、金绣

龙衣、麒麟衣、浑金纻丝衣、冠服、素罗女衣、绢女衣、胖袄袴、蟒衣、（红

罗）蟒龙衣服、红罗常服

饰品类
金带、冠带、金相（镶）玉带、（纱）帽、金鈒花带、银鈒花带、素银带、

靴袜

书籍文化类 大统历、《古今列女传》、量衡、书画（永乐）

香料类 麝香

动物类 马

其他类
驼纽镀金银印、镀金银印、印章、金牌信符、内酝、销金伞盖、伞、鞍马、

罗销金帐幔、帐幔、裀褥、衾、仪仗、磁（瓷）器、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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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1 所示，明朝对东南亚海域及印度洋北部沿岸国家的回赐品以丝织品及其制衣为主，多
为工艺精湛、富含金线等贵重材料之作。中国的丝织工艺自汉代已具高水准，至宋元时期更远销
海外，作为高档商品深受外国欢迎。明朝以丝织品大量馈赠，不仅表达外交诚意，也增强其他国
家进贡意愿。

明代回赐用丝织品多由地方织染局提供，制度完备、调配灵活。明代政府设有管理丝织品生
产的内局（内织造局）与外局（外织造局），分别设于北京与南京。此外，在苏州府、杭州府等
地设有织染局。全国共设有 22 处织染局，其中，供皇帝使用的丝织品由内局制造，承担外交等
公务需求则由外局负责[11]。这些织染局分布广泛，尤以江南地区为中心，其中南京、苏州与杭州
最为集中[12]。织染局并非一开始即全部设立，永乐年间设歙县局，正统年间增泉州局。织染局生
产多为定额，回赐不足时可临时增产以应需求[13]。

回赐品中以织金袭衣、织金罗衣、妆花织金绒锦最为常见。其中妆花与织金皆为中国独有的
纺织工艺技术。所谓“织金”，是指以金线织造的技艺；而“妆花”则是在继承传统织锦技艺的
基础上，运用多种彩色丝线织出花卉纹样的技术，外观独特。明代珍贵的妆花织物之一，即为妆
花织金织物[14]。丝织品与其他回赐物品一样，均属于精致高档品类。若质量不达标准，往往需重
新制作[15]。明朝赐予各国的贡品多采用当时最精湛的工艺制作，往往不惜工本，力求精致，彰显
国家形象与皇权体面 [16]。部分海外国家多次违反既定贡期，频繁派使臣开展朝贡贸易，这一现
象与明朝回赐品的丰厚与珍贵密切相关。

在朝贡手续中，朝贡使臣到京后，先到会同馆，礼部设宴款待并学习礼节后，选定觐见日期。
进献的贡物是由会同馆上报礼部，该部审核后运入内府或陈设展示。而后，各国使臣领取相应的
回赐品[17]。领取时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所有相关物品均需经由指定管理机构接收并登记。对此，
《大明会典》给赐二中有明确规定，如下：

“凡赏赐金银钞锭疋帛之类，金银请长随内官关领。疋帛系内承运库收贮。冠帯衣靴系工科
工部官收掌。钞锭系户部官。分投关领。其物或于奉天门，或奉天殿丹陛，或华盖殿，用卓顿放，
引受赐人朝北立，置物于前，受赐人叩头毕，以物授之。如多至十人百人，则先以所赐之物，唱
名分授。各人行列叩头毕，于该科出帖赴午门倒换勘合，照出所赐之物。复令次日谢恩”[18]。

明代回赐体系呈现出制度化特点。首先，在回赐品管理方面，不同类别的回赐物由专门机构
分工负责：金银由内官掌管，布帛归内承运库收贮，衣靴冠带由工部负责，钞锭则由户部处理，
体现出明晰的职能划分。其次，回赐仪式多在奉天门、奉天殿丹陛、华盖殿等固定场所举行，并
严格遵循统一礼仪流程：赐物置于受赐者前方，受赐者面北而立，行叩首礼后方可领取。如果人
数众多以唱名的方式分发，进一步体现朝廷礼制的规范。此外，赐物后受赐者需凭文帖至午门办
理勘合手续，确保实物与文书相符。受赐者还需于次日入朝谢恩，进一步强化回赐行为的政治仪
式功能。可见，明代朝贡贸易建立起官署分责的物资调配与礼仪执行相结合的完整制度，体现出
明廷对外回赐的严格秩序与制度保障。通过此流程，回赐品正式归属至各朝贡国家。无论是由各
国使节携带的回赐物，或是由郑和船队赐予各国。

2.回赐品的多重用途
通过制度化的回赐流程，回赐物被正式归入朝贡国家，投入各国王室、官员乃至民间的实际

使用之中。

2.1 供王室成员直接使用
明代在对外朝贡体系中，常以珍贵服饰与器物作为回赐，专门赐予海外诸国的国王、王妃及

其亲属等王室成员，以彰显恩典与政治威仪。其中，以蟒龙衣等具有等级象征意义的礼仪服饰为
代表，往往直接用于王室成员的穿着场合，成为其朝仪礼制的一部分。这类服饰材质精美、工艺
复杂，在接受王室体系中亦被视作荣耀象征。除服饰配件外，除了服饰外，作为回赐的器物种类
繁多，实用品与陈设性器物均包含在内，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这些器物的使用范围通常限于王
室生活空间，强化其专用性质，进一步提升回赐物的政治价值与等级象征。例如，伊朗阿尔达比
勒圣祠（Ardebil shrine）所设瓷器屋中，收藏有 200 多件明代中国瓷器，其中 183 件青花瓷
器大部分均产自 15 时期前半叶，包括产自浙江西南部官窑龙泉窑的青瓷，胎体细腻且工艺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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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出现五爪龙纹图案，反映出为等级较高的回赐之器 [19]。这一收藏显示明代回赐品在海外宫
廷中作为礼制、权威与文化交流的象征所具有的持久影响。

2.2 作为贸易品在本国市场出售或转赠他国
部分回赐品不仅用于王室内部消费，也进入本国市场进行流通。例如，《瀛涯胜览》爪哇国

条记载如下：
“（爪哇）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磁器，并麝香销金紵(纻)丝烧珍之类，则用铜钱买易”[20]。
据表 1 可知，此条所提到的青花瓷器、麝香、纻丝等均为明朝回赐各国的大宗物品。明代初

期海禁政策与朝贡体制共举，禁止居民私出海外的同时，积极发展朝贡贸易，鼓励海外诸国入明
朝贡。朝贡贸易不仅是外交手段，实质在于官方控制对外贸易。而瓷器作为朝贡贸易中主要回赐
品得以销往海外。此时，瓷器规定均由官窑烧制，不得私下买卖与防制官样瓷器。虽有走私贸易
的存在，但大量上等瓷器仍通过朝贡贸易（郑和下西洋）流入海外民间。例如，20 世纪 70 年代
沙捞越新发掘的 15 个考古遗址中，发现了包括青花瓷器在内的中国青瓷[21]，现沙捞越博物馆收
藏明代宣德年间（1426—1435）的瓷碗（见图 1），成为 15 世纪中国与文莱地区（浡泥）朝贡贸
易发展的证明。菲律宾群岛、泰国、阿拉伯半岛的巴林岛上均曾发掘出明初时期的青瓷，明初官
窑青花瓷虽数量稀少主要见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南部、肯尼亚、坦桑尼亚以及埃及等地
[22]。

图 1 沙捞越博物馆藏 明宣德年间瓷碗
（资料来源：Ceramics. Sarawak Museum）

此外，部分回赐品还被转赠至其他国家，用作外交礼品，延续其政治象征功能。例如，伊朗
伊斯法罕（Isfahan）的四十柱宫（Chehel Sotun Palace）中藏有一件弘治年间官窑瓷器，器
物上刻有波斯王阿巴斯一世（Abbas I of Persia, 1571–1629）与莫卧儿皇帝贾汉吉尔（Shāh
Jahāngār Shāh Akbar, 1569–1627）的内容，两位君主互表敬意，彼此馈赠物品[23]，表明中国
回赐瓷器在伊斯兰世界的流通与再分配，也反映出各国君主借助珍贵来自中国的回赐物，彼此表
达敬意。

2.3 用作装饰品
被用作建筑与宗教装饰的回赐品，多为具有高度工艺美感与文化象征性的瓷器类器物。这些

瓷器在海外社会中，已超越日常生活的实用功能，赋予了彰显身份、权力与资本的物质象征。由
于瓷器质地精致且产地遥远，其稀有性与来自中国的文化背景，主要被贵族阶层使用，使其在接
收国中象征其拥有者财富与地位。以非洲东部为例，肯尼亚塔纳河（Tana River）北口的安哥瓦
纳遗址（Ungwana）便保存了多处明代瓷器作为建筑装饰的实物遗存。在该遗址第八号柱墓附
近还发现了一只永乐年间（1403–1424）的青花碗，另有多座大型墓葬也出现 15 世纪后期的瓷碗
作为装饰性镶嵌[24]。并且，在 15 世纪中叶，青花瓷的出现促使信徒们将其用作清真寺拱顶、门
廊和拱形窗楣的装饰，用以表达宗教虔诚与建筑尊贵。安哥瓦纳遗址中一座清真寺的不完整圆形
屋顶上镶嵌有 14 世纪末至 15 世纪初的青花瓷盘[22]。类似现象亦见于肯尼亚北部帕特岛（Pate
Island）与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南部的基尔瓦（Kilwa）遗址等地。在帕特岛的一座大型穹顶
墓穴的正面，穆斯林群体将中国青花瓷器用于表面装饰；在基尔瓦的一座 15 世纪建筑屋顶上嵌
入了青花瓷[25]。这些实例反映 15 世纪的明代瓷器在当地建筑文化中的深度嵌合。考古队在肯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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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次调研和发掘中也发现明初的官用瓷器，包括龙泉窑生产的官器和景德镇生产的永乐时期的官
窑青花瓷片。发现龙泉官器的地方，正与郑和下西洋船队分䑸曾抵达非洲东部沿岸国家相呼应或
与明朝政府有密切联系的国家[26]。这些来自中国的回赐品，成为当地贵族阶层与宗教群体用于彰
显权力、地位及与宗教尊崇的重要媒介。

2.4 用于丧葬仪式

回赐品的使用功能逐渐被纳入与本地仪式意义的丧葬礼仪实践中。这些瓷器被用作陪葬品、
墓室装饰，甚至镶嵌于墓碑、墓墙与穹顶结构之中，成为象征死者身份、地位与宗教信仰的物质
符号。其来源的特殊性与政治背景，更赋予其超越日常物用的象征性，使其在死亡仪式中承担起
联结现实与神圣、此世与来世的文化媒介功能。在东南亚许多国家，明代瓷器被直接用作盛放遗
体的棺箱，随即下葬于地下[27]。这种用法表明瓷器不仅被视为珍贵物品，也被赋予容纳生命的功
能。在马来西亚沙捞越的马兰诺人（melanau）的入葬传统中，马兰诺人去世后头下会放一个蓝
白相间的盘子，手和脚下放较小的陶瓷盘。几天后，遗体被抬出屋子并在室外至少放置一年。而
后下葬时盘子、碗等则作为墓葬用品与装有尸骨的罐子一起下葬[28]。在菲律宾吕宋岛西南的卡拉
塔甘（Calatagan）的墓葬遗址挖掘中发现大量 15 世纪初期的青花瓷器，作为陪葬品放置在靠近
遗体的头部、手部与脚部位置[29]。卡拉塔甘遗址在内的菲律宾群岛出土的瓷器盘心与内壁饰有折
枝花草纹（见图 2），与明初官窑青花风格类似，或为明代龙泉的处州官窑器[30] 。

图 2 卡拉塔甘遗址中出土 15 世纪早期的瓷盘
（资料来源： “Plate 25”，Fox Robert B., and Miguel A. Bernad. “The Calatagan Excavations: Two

15th Century Burial Sites in Batangas, Philippines.” Philippine Studies 7, no. 3. 1959.）

2.5 用作通货
自宋（960 -1279 年）以来，伴随海外贸易的日益活跃，东南亚海域各国逐渐接受并使用中

国货币（铜钱等）作为支付手段。这一现象在明代得以延续。郑和下西洋期间，有记载表明爪哇
国与旧港国等地可流通中国历代铜钱[31]，显示出中国货币在海外市场的实际使用价值。与此同时，
货币也是明朝的给予各国的回赐品之一，特别是铜钱与银锭。在部分东南亚国家中具有回赐礼仪
象征意义以外，更主要直接承担了货币职能，成为朝贡体系内经济活动互动的重要媒介。如《星
槎胜览》所载，“锡兰山国：以金钱、铜钱、青花白瓷器、色段和彩绢类物品进行交易”[32]。部
分受赐国家在获得铜钱后，将其投入市场流通，当作通货使用，支付物资或从事贸易活动。2010
年与 2012 年中国和肯尼亚陆上合作考古队两次在肯尼亚马林迪市附近的曼布鲁伊村遗址
（Mambrui）均发现“永乐通宝”铜钱，这一发现为郑和船队在东非地区的实际登陆活动提供
了重要实物证据，推测曼布鲁伊遗址地点很可能是明初郑和在东非的登陆地点之一[33]。这一类遗
存的出土，显示出明代回赐制度在礼仪与政治象征之外，还深度渗透入当地的区域市场实际交易
过程中，成为连接中国与非洲东海岸经济交往的媒介。由此可见，明代的回赐品并非孤立于朝贡
贸易之外礼仪性的单向输出，而是深入到具体地方经济互动之中。

3.结语
明代朝贡贸易中的回赐品不仅是外交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在物质层面上推动了明与东南

亚海域及印度洋北部沿岸国家之间经济活动的交融。基于对 15 世纪明朝对东南亚海域以及印度
洋北部沿岸地区国家的回赐品的梳理与用途分析，明朝所赠予的瓷器、丝绸、金银、铜钱等回赐
品通过朝贡贸易进入受赐国家的本地社会后，被广泛使用于王室生活、货币流通以及外交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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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装饰、丧葬仪式等多个领域，其功能已远超实用范畴，成为集具有装饰性与象征性的媒介，
显示出明代回赐物在不同社会生活中的运用。明朝推动朝贡贸易的发展，通过获取来自各国的特
产与珍贵物品，确立其宗主国地位，并借由大规模回赐扩大朝贡贸易的地理范围。与此同时，各
国则通过朝贡贸易获得种类繁多且工艺精湛的多种类贵重回赐品。大批中国商品的流入本国市场，
加快了其在当地流通的同时，进一步促进东南亚海域及印度洋北部沿岸地区之间的贸易网络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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